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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说 ,中国的中央银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开始出现 ,并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发展 ,逐渐走
向成熟。本文试以孔祥熙主持中央银行工作为背景 ,探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发展情况。
一
就理论而言 ,中央银行乃一国管理金融的特殊机构 ,是发行的银行 ,政府的银行 ,银行的银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意识到 ,要巩固政权 ,措理财政 ,必须有稳定的经济基础。
而欲求经济发展 ,首当巩固金融 ,健全金融组织 ,树立现代化之金融机构 ,安定金融市场。于是 ,
经多方筹划 , 1928年 11月 ,正式建立了国家最高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不过 ,中央银行初立






文担任中央银行行长 ,并于同年 11月接替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之职。无庸置疑 ,孔祥熙的理财思
想和施政方案直接影响着中央银行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
孔祥熙上任之时 ,国民政府财政十分困难 ,亟待中央银行辅助其度过财政难关 ,于是加强
中央银行特权 ,壮大中央银行实力便成为孔祥熙施政重心。 1933年全力推行废两改元 ,始确立
全国统一的银本位币制 ,将国币铸发权集中于中央造币厂和中央银行。 1934年开征白银出口
平衡税 ,国币对外汇价之平衡工作乃集中于附设中央银行内之外汇平市委员会 ,致使该行自此
开始实际承担起货币统制工作的重任。 1935年 ,政府对中央银行实行增资改组 ,同时又对中
国、交通两行加以改组 ,使该两行成为中央银行左右之臂 ,这对于中央银行金融统制中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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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上的确立意义重大。同年 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 ,管理货币制度得以建立 ,中央银行地位
始渐提高。总之 ,到抗战爆发前 ,中央银行获得初步发展 ,主要表现为:
1.资本增加。
1935年 3月 ,国民政府除以 3000万元金融公债充为中央银行基金外 ,还将经理棉麦事务
处解缴国库银币 1320万元 ,国库款 180万元以及中央银行历年盈余滚存项下之 1500万元拨




科。随国际汇兑及买卖海关金单位与生金银等事务的繁剧 ,于 1932年 8月经政府核准 ,改设汇
兑局。 1933年 8月 1日又成立经济研究处 ,广聘国内外经济名家为专门委员 ,研究国内外经济
金融状况 ,以为业务发行方针之参考。由于关税自主 ,中央银行经理国库职责甚重 ,遂经政府核
准 ,于 1934年 1月 1日将业务局国库科改为国库局。同时扩充高级人事组织 ,依据 1935年颁
布实施的《中央银行法》 ,理事增为 11至 15人 ,副总裁增为 2人②。 中央银行前总经理张嘉敖
调任为副总裁。各局处主管人改称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由总裁提请理事会同意任用 ,不
再经国民政府简任③。另外对分支行处组织予以调整。 1935年 6月 3日取消支行名称 ,按业务
繁简分设一等分行、二等分行与三等分行及办事处。 各分行处推进较速 ,西达川黔 ,北抵陕甘 ,
这对于军需饷汇的调拨与地方金融的整理大有助益。同时为便利发行 ,拟就于西南、西北、华中
三区设立发行分局。 1935年 9月 ,首先在重庆设立发行局第一分局。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 ,中
央银行分行处计达 49处 ,遍布各重要地区④。
3.业务长足发展。
第一 ,废两改元实施后 ,与中、交两行共同承担两元兑换工作 ,并于 1933年 11月开始独家
承揽。 由此成为国内唯一的硬币发行银行 ,为货币统一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 ,兑换券发行日益
普及与增加 ,特别是当法币政策实施后 ,随着发行的集中 ,发行额更见猛增。截止 1935年 11月
2日 ,发行额达 13600万元 ,而到 1937年 6月 30日 ,则已高达 37600万元 ,不到两年时间增长
几近 3倍 ,仅屈居中国银行之下⑤。
第二 ,经理国库与公债业务也相应开展起来 ,逐步取得包括关税在内的各项税收经理权 ,
帮助政府融通资金。但因国库尚未统一 ,自然限制其国库经理业务发展。同时亦经理政府公债
事务 ,包括筹募、发行、还本付息等 ,并接收外商银行移交的有关经理之权。
第三 ,调剂金融的作用日渐增强。在金融恐慌中 ,中央银行与中国、交通两银行配合 ,稳定
公债市场 ,办理放款救急 ,调剂金融 ,平息恐慌。 同时 ,通过关金价格的决定 ,平衡税率 ,负责买




但是 ,由于各种条件限制 ,此时中央银行“尚属稚弱 ,犹未长成而不能发挥其应尽之功能。
其组织较为单纯 ,业务亦较为清简 ,分支机构亦未遍及全国”⑦。特别是从职能方面看 ,直到抗
战爆发前 ,中央银行仍属不健全。其表现似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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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辐射范围极其有限。 由于内地统一尚未彻底 ,凡是中央政治力量未及到达的地方 ,
中央银行便无法设行 ,发挥作用。
2.业务经营上疏离于普通商业行庄。 从行庄方面看 ,各大钱庄主要借助外商银行势力 ,扩
大发展起来。 中国新式银行虽有较大规模的发展 ,数量亦不断增多 ,但其多数还是沿袭旧式作
风 ,对于近代银行所经营的业务 ,如票据贴现等都还不能普遍承做。所经营者多为与进出口贸
易有关的业务 ,这不能不使其因外汇市场由外商银行操纵而受制于外商银行 ,并常与其往返周





抗战爆发后 ,战时客观环境迫切要求中央银行既要协助政府调剂财政 ,又要调节市场 ,安
定金融 ,稳定人心 ,发挥金融总枢的作用。 然而遗憾的是战前中央银行职能未能健全起来。 面
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 ,孔祥熙着眼于充实后方经济实力、维持持久抗战 ,将发展和完善中央
银行 ,作为战时金融建设的中心环节。




力上远超过中国的强敌日本 ,争得民族生存权力 ,必须充实国家财力 ,改善财政状况 ,开发资
源 ,发展生产 ,增强经济实力 ,树立军事作战的牢固经济基础 ,而这一切“自须金融巩固 ,运用灵
活 ,然后工厂各业得以繁荣滋生”⑧。另一方面 ,战争使人心恐慌 ,社会秩序混乱 ,日本趁机以种
种方式打击法币 ,致使中国金融市场开始剧烈波动 ,投机套汇、资金外逃现象十分严重 ,因此健
全金融机构 ,维持法币信用 ,稳定金融 ,以抵抗日本金融攻势 ,尤其显得紧迫而重要。
中央银行实力虽已大增 ,货币也已划一 ,但中央银行并未取得独家发行之权 ,而且库款亦
未完全由中央银行经收 ,这使其控制资金的能力还很有限 ,尚无力独自承负调节战时金融的重
任。此外国家金融体制未及健全 ,国家行局在业务上多与中央银行重叠 ,且又自行发展 ,不相协
调。然而金融形势危急 ,“金融总枢机构之设立未可或缓”⑨。在这种情况下 , 1937年 8月 ,孔祥
熙通过财政部函令中、中、交、农 4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 ,希望以其履行金融总枢机构
之职责。但是这一机构“仅由四行代表共同研讨及指导联合应办业务之责 ,其范围较窄 ,其性质
尤僵于联络方面”10 ,而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1939年 9月 8日 ,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
融机构办法纲要》 ,据此对四行办事处加以改组。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合组联
合办事总处 ,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 ,“联合总处设理事会 ,由中央银行
总裁、副总裁及中、交两行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暨财政部代表组织





府 ,为国家最高金融决策和金融管理机关 ,以“决定政策 ,指示方针 ,考核工作”为主要任务12 ,
是战时“经济作战之大本营”13。
改组后的四联总处 ,以蒋介石为主席 ,孔祥熙为副主席并实际主持工作。 其主要任务就是
扶植中央银行 ,加强金融领袖地位 ,控制中国、交通两行。 借助四联总处的力量 ,中央银行在金
融领域中的主导性能越来越多地发挥出来 ,其各项职能逐步完备。 主要表现为:
1.统一代理国库。 1939年 10月《公库法》正式实施 ,从此中央银行便取得集中统一经办国
库款的收付调拨之权。 2.收存和保管各银行存款准备金 ,集中各大城市之票据交换 ,办理重贴
现、转抵押、转押汇等项放款业务 ,并核定放款利率。 3.负责办理外汇审核事务 ,并逐步取得外
汇管理权。 4.监督管理商业行庄业务 ,使之遵从金融政策 ,并配合国家战时经济政策。 5.统一





力因而大大加强。 如集中收缴各银行存款准备金 ,统一办理票据交换 ,使其得以掌握金融调控
的重要工具。 同时 ,四联总处再次改组 ,于 6月 3日订定《修正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
组织章程》 ,称其组织宗旨为“在非常时期内 ,负责监督、指导中、中、交、农四行之业务事务” ,以
及中央信托局与邮政储金汇业局之业务事务14。相应缩小原有职权 ,以突出中央银行职权。
随着各项职能的逐渐具备 ,中央银行业务发展和组织建设在这一阶段也有积极表现。1938
年设置外汇审核处 ,负责办理外汇审核事宜 , 1939年 7月裁撤。同年 9月因西南、西北各地增
设行处颇多 ,行员增至 2000人以上 ,人事管理益臻繁剧 ,遂增设人事处专办人事事项。 1940年
12月因代理国库业务集中 ,各地税收事务增繁 ,故设置收税处。 1941年 1月 ,在昆明设立发行
局第二分局 ,以应西南地区日益繁剧的发行之需。 1942年 1月 ,受财政部委托 ,特设县乡银行
业务督导处 ,监督管理全国县乡银行业务。 并于业务局内特设票据交换一科 ,以办理票据交换
事项。 11月 ,配合业务专门化政策实施 ,特设行务设计指导委员会 ,以推进行务 ,完成使命。
1943年 12月将各地收税处改称国税经收处。 1944年 6月成立总务处。 同年又依国民政府主
计处组织法规定于 7月 1日设立会计处。 1945年 6月 ,财政部授权检查全国各地金融机构业
务 ,即将县乡银行业务督导处改设为金融机构业务检查处 ,负责检查全国各地金融机构业务 ,
监督管理职能由此加强。另外财政部又委托经办外汇审核事宜 ,故于 6月设立外汇审核委员
会 ,承办此项事务。至于分支机构的设置 ,限于战争 ,只在西南、西北各地增设行处 ,到 1943年
达 110多处15。由于上述有利条件 ,中央银行业务量大增。 1942年尚未统一发行之前 ,全国法
币发行额约为 24亿元 ,其中以中国银行发行额占多数 ,至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后 ,一年之间发行
额猛增一倍多 ,此后每年都成倍增加16。
综上所述 ,到抗战结束时 ,中央银行已走向成熟。因为战争的缘故 ,中央银行在四联总处的
羽翼下逐渐成长壮大。虽然其决策多在四联总处 ,但任务逐渐增加 ,所发挥之效能亦日渐增高 ,
其应有之职能 ,如集中钞券发行 ,统筹外汇支付 ,代理国库 ,划拨清算 ,办理重贴现 ,收管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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绊。总之 ,中央银行职能之强化与完具 ,对于战时国家财政、经济均能产生重大影响 ,使战时中
国后方金融得以稳固 ,裕如应付前方战事与浩繁饷糈 ,对支持长期抗战大有裨益。




府之命是从的特点。正如该行副总裁陈行所言: “本行之立场及营业方针 ,以适合国家政令 ,应
付政府需要为唯一之主旨也。”17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更具体而明确的印证。
第一 ,中央银行据以调控社会货币总量供需的货币政策与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完全重合 ,
无论扩张或紧缩通货 ,都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战时政府政策放松银根 ,扩大资金投放 ,中央银
行则无原则地敞开货币供应之门 ,无限制地为政府提供巨额资金 ,并按政府要求进行工、矿、交
通、农业等各业贷款 ,正如 1939年度营业报告中 ,中央银行所自称的那样 ,“本行秉承政府意旨
努力工作 ,对于本身固有之使命按步迈进 ,对于非常时期之供应更图奋勉”18。 这种情况 ,使中
央银行根本无法视市场需要作合理调剂 ,货币政策之操作几乎丧失了制约经济的作用 ,如存款
准备金之保管多成为政府控制一般银行、钱庄之手段 ,而重贴现实际上却少有承做 ,至 1945年
底连同转质押在内仅 35, 000万元19 ,且多为政府指定之贷款。
第二 ,中央银行机构之发展 ,行政之设置亦以政府需要为转移。陈行就此曾有言曰: “本行
对于分支机构之设置 ,则首以政府之需要为标准 ,苟政府期望本行在某地设行 ,则不论该地经
济情形如何落后 ,本行亦必努力以赴 ,盈亏均非所计” ,并以 1941、 1942两年中该行各地之三等
分行 60分余单位中有 2 /3亏损 ,办事处 10余单位均有亏折为例 ,指出“此等机构之设置 ,本行
非不知设行条件之不足 ,徒以或系政治重心 ,或系军事要冲 ,或系大宗税收之所在 ,只有遵循政
府意旨设置 ,而尽其力所能 ,以减少亏损”20。当然此种情况在战争非常时期或有特殊可言 ,然
而亦可见国民政府垄断操纵之举。
第三 ,中央银行完全受制于政府财政。 当财政预算一旦入不敷出 ,国民政府便强迫中央银
行垫借 ,从而使该行财政发行不断增加。就经验而论 ,中央银行欲成为银行之银行 ,则不得不限
制政府垫借 ,以截断财政紊乱金融之根源。 然而国民政府并无明确立法 ,对中央银行向政府放
款作出限制规定。 这虽于财政调度上甚为便利 ,但至少造成两种不利后果:一即使该行与政府
关系过密 ,而削减其在商民中之绝对信任 ;一即使财政性发行无限量增多 ,进而使钞票发行严
重失控。据中央银行统计 ,蒋介石开条子给中央银行提取的特别费用 , 1939年占国民政府财政
支出 2. 29% ,以后逐年增加 ,到 1945年竟占至 38. 88%21 ,这从一侧面说明中央银行财政发行
在过速增长。 钞票发行失控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而通货膨胀失控则必将导致国民经济总崩溃 ,
其后果不堪设想。
显然 ,孔祥熙主持发展中央银行的工作绩效与上述两个方面是一致的 ,就主观而言 ,孔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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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围绕中央银行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实现政府金融统制的必要措施 ,是为政府财政服务的。 就
客观而论 ,孔祥熙采取种种措施 ,使中央银行职能具备 ,有力维持了国民政府的金融基础 ,对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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